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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一个动员框架发生显著变化的社会运动案例，本文分析了主导

运动前后两个阶段的动员框架及其转变机制。研究发现，框架转变源于社会

运动领袖的策略性选择，转变背后体现的是动员框架与运动所处的宏观文化

情境之间的微妙联系。具体而言，第一阶段的动员框架使用了文化情境中的

边缘价值，动员效果并不理想；第二阶段，社会运动领袖对动员框架进行策略

性的调整，将其与文化情境中的主流价值靠拢，在动员取得突破之后，又将边

缘价值带回动员框架。随着运动的扩大，这些边缘价值被广泛传播与推广，

并在运动之后延续下来，重塑了文化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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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参与者是如何被动员的”是集体行动研究的核心问题。在西方集
体行动，尤其是社会运动理论中，研究者大致从三个维度来回答这一问
题。结构主义观认为，宏观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为动员者提供了可
供利用的“政治机会”（Ｊｅｎｋｉｎ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ｒｏｗ，１９７７；ＭｃＡｄａｍ，１９８２；

Ｔｉｌｌｙ，１９７８）；受理性主义影响的资源动员论从中观的社会运动场域中
寻找有利于降低动员成本、提高动员效用的组织性资源和人际网络等
动员结构（ＭｃＣａｒｔｈｙ　ａｎｄ　Ｚａｌｄ，１９７７）；另有一部分文化主义者则从社
会心理视角关注个体的微观动员机制，将社会运动理解为一种文化现
象或话语活动，使用框架分析理论解释动员者如何通过建构运动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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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动员有着相似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参与者（Ｓｎｏｗ，ｅｔ　ａｌ．，１９８６；

Ｓｎｏｗ　ａｎｄ　Ｂｅｎｆｏｒｄ，１９９２；Ｂｅｎ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Ｓｎｏｗ，２０００），或重新理解情感
在动员过程中的作用（Ｇｏｏｄｗｉｎ，Ｊａｓｐｅｒ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ｅｔａ，２００１）。
西方的社会运动理论已经非常成熟，而中国对集体行动，尤其是对

抗争性集体行动的研究尚处于知识积累和理论建构的阶段。有研究者
在这方面做了不少有益尝试，他们关注不同社会群体的抗争，１分析特
定的抗争群体如何策略性使用怨恨情绪、政治机会结构、人际网络、动
员策略、媒体和情感等因素进行动员，并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
相对而言，通过分析社会运动中的话语、意识形态或符号性活动，

使用框架化理论来解释动员结果的研究并不多（周明、曾向红，２０１１；
刘春荣，２０１０；程秀英，２０１２；高恩新，２００９；谢金林，２０１２）。然而，每一
个集体行动的动员都需要通过话语、修辞和符号等“话语实践”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完成。在动员过程中，社会运动领袖需要赋予运
动相关的事件、问题，以及他们的行动特定的意义，这些意义通过话语
载体传递给潜在的支持者、追随者和反对者。动员者制造和传递意义
以动员他者的过程就是框架化过程。社会运动的框架化过程总是存在
于一定的宏观文化情境中，动员者在制造意义和塑造框架的过程中不
可避免地受到这些情境因素的影响。

１．主要包括农民（Ｏ’Ｂｒｉｅｎ　ａｎｄ　Ｌｉ，２００６；于建嵘，２００４；应星，２００２）、工人（Ｃｈｅｎ，２０００；Ｃａｉ，

２００２）、城市业主（Ｒｅａｄ，２００３；管兵，２０１３）、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直接利益受损个体或群体（俞
志元，２０１２）、环境抗争中的社会群体（冯仕政，２００７）等。根据当代中国集体行动发生发展的
不同阶段，刘能（２００８）将当代中国集体行动的参与者依次分为：第一个时期以作为传统精英
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的“社会类别群体”或身份认同群体，第二个时期以下岗工人和抗税
农民为主的“首属社会弱势群体”和第三个时期的以保卫居住环境和土地房屋产权的地方性
居民为主的“地域共同体”。

文化情境如何影响动员框架的形成和发展，成功的动员框架又是
否会对文化情境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都被主流框架分析理论忽视。
主流框架分析理论大多将文化情境作为社会运动领袖进行框架化预设

的、稳定的背景条件，研究者虽指出文化为社会运动领袖的框架动员提
供工具或资源（Ｓｗｉｄｌｅｒ，１９８６；Ｇ．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ａｎｄ　Ｒ．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１９９５），但
提供怎样的工具或资源，以及如何提供却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本文尝
试回答这些问题。本研究选取曾经历显著框架转变的香港“反高铁”运
动来理解文化情境影响动员框架的设计及框架调整的具体机制。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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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在前后两个阶段使用了不同的动员框架，两个框架所涉及的文化
情境中的“资源”要素各有不同，并产生了相异的动员效果。文化情境
为框架转换提供了依据，而框架转换后动员的成功和运动的扩展又为
动员框架重塑文化情境提供了可能。本文所依据的经验材料包括“反
高铁”运动中运动领袖和积极分子所使用的各种话语、标语、图示和影
像，以及笔者于２００９年中至２０１０年初在香港收集的田野观察和访谈
资料、与事件相关的媒体报道、公共评论等。

二、动员框架与文化情境

社会运动不只是一个结构过程，也是一种文化现象（Ｔｉｌｌｙ，１９７８，

１９８６，１９９３，转引自赵鼎新，２００６：２３５－２４０）。影响社会运动动员过程
的不只是政治机会和动员结构这样的结构性因素，贯穿机会、组织和行
为之间的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即人们对与运动相关的特定事件
和情形赋予的意义（ＭｃＡｄａｍ，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５）。动员者通过各种“话语
实践”表述这些意义，他们需要向潜在的参与者、支持者、旁观者，以及
社会运动过程中的其他行为体（如媒体、政治权威等）说明运动所针对
的问题如何，以及通过什么样的行动来解决这些问题（Ｓｎｏｗ　ａｎｄ
Ｂｅｎｆｏｒｄ，１９８８）。

“框架”概念最初是指帮助个体认知、理解、鉴别，以及标记周围所
发生的事情的“解读程式”（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ｓｃｈｅｍａ）（Ｇｏｆｆｍａｎ，１９７４），是微
观个体层面（ｍｉｃｒｏ－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ｌｅｖｅｌ）社会心理学的分析概念。有研究
者将这个概念运用到对社会运动的分析中，并建立了“集体行动框架”
概念，将“框架”从个体的“解读程式”重新定义为集体（行动）的“解读
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ｖｅ　ｐａｃｋａｇｅ）（Ｇａｍｓ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ｓｃｈ，１９８３），即社会运动领
袖用来表达诉求、界定问题时所使用的一系列观点、修辞、论述、文本和
标记等（Ｓｐｅ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Ｋｉｔｓｕｓｅ，１９７７）。通过一定的“框架”，社会运动组
织或社会运动领袖赋予客观世界和运动所涉事件或现象以特定意义，
并扮演“信息发射体”的角色将其传播与推广，其最终目的在于取得潜
在参与者的共鸣，并成功动员他们付诸行动。
框架分析与政治机会和动员结构所要解释的问题一致，即人们为

何参与社会运动，又如何被动员起来参与社会运动，但与后两种研究路
径从结构层面的解释不同，框架分析选择了社会运动中的文化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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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框架分析中，文化面向是指研究社会运动领袖在动员过程中
所使用的符号、语言和身份等文化要素。研究者的关注点在于社会运
动文化的内部维度，即社会运动领袖在动员时所表达的规范、信念、标
记、身份和故事等文化要素（Ｇ．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ａｎｄ　Ｒ．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１９９５）。正是通
过这些文化要素，社会运动领袖向支持者、旁观者和反对者表达怨恨，阐
述集体行动背后的理据，并取得采取集体行动的共识（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２００４）。
研究者从分析动员框架本身的特征总结成功的动员框架所需要

素。比如，斯农和班孚德（Ｓｎｏｗ　ａｎｄ　Ｂｅｎｆｏｒｄ，１９８８）总结了三种类型的框
架：“诊断式框架化”（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ｆｒａｍｉｎｇ）明确运动所针对的问题，“预报
式框架化”（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ｆｒａｍｉｎｇ）明确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动机式框架
化”（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ａｍｉｎｇ）明确具体的行动动机。他们认为，成功的动员
框架需同时具备这三个要素。克莱德蒙斯（Ｋｌａｎｄｅｒｍａｎｓ，１９８４）区分了
“共意动员”（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与“行动动员”（ａｃｔｉｏｎ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认
为前者用来达成动员者与动员对象之间的共识，后者在此基础上说服受
众参与具体运动。另有一部分研究则热衷于描绘已经证实成功的动员
框架的具体类型（Ｂｅｎｆｏｒｄ，１９９７：４１４－４１５）。
主流研究难以回答这样一些问题：社会运动领袖如何确定他们的

动员框架（无论是诊断式、预报式或其他类型）能得到动员对象的共鸣。
它们倾向于认为社会运动组织或社会运动领袖可单方面地决定框架内

容（Ｄｏｎａｔｉ，１９９２），并总能策略性地塑造成功的动员框架。至于文化如
何影响框架化，以及人们如何理解动员框架，他们是否可能对动员框架
做完全不同的解读（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１９９６：４－６），主流研究对这些问题的回
答并不充分。
无论是动员者还是被动员者，都是处于更广泛的文化情境之下

（ｄ’Ａｎｊｏｕ　ａｎｄ　Ｖａｎ　Ｍａｌｅ，１９９８：２０８），作为对现实和具体事件的“解读
包”，动员框架必须与现有的文化叙述互相响应才可能实现动员。但文
化情境如何影响框架动员？社会运动领袖如何选择和应用文化情境中

的特定要素塑造成功的动员框架？

对社会运动领袖而言，文化可以是“工具箱”，或者是公共话语的资
源库。社会运动领袖基于自己的判断，“策略性”地从文化这个“工具
箱”中提取意义工具，工具或资源提取是否合适决定动员的成败
（Ｓｗｉｄｌｅｒ，１９８６；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９９５）。社会运动领袖大多代表社会中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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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或弱势群体表达和争取一些非主流和非主导性的要求和价值（ｄ’

Ａｎｊｏｕ，１９９６），但在框架化的过程中，他们不能挑战主导性的价值
（Ｈａｒｄｉｎｇ，１９８４）。他们应以“自然且熟悉”的语言表达他们的“解读包”
（Ｇａｍｓ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ｄｉｇｌｉａｎｉ，１９８９：５），这些“解读包”需以现有文化中的主
流观念和词汇包装（ｄ’Ａｎｊｏｕ，１９９６）才容易为大众接受，并带来更好的
动员效果。
所以社会运动领袖可能面临这样一种困境，他们表达的可能是非

主流，甚至是挑战主流文化的价值，但要实现成功动员，又不得不要用
人们普遍熟悉且接受的主流文化方式塑造他们的框架。在香港“反高
铁”运动的动员过程中，社会运动领袖和积极分子即是如此。这场运动
始于因高铁规划引起的一个农村边缘群体的反拆迁抗争。在运动之
初，抗争者要挑战的不仅仅是政府的高铁规划，更包括高铁这个符号所
承载的香港人普遍的“经济人”特性。香港的主流政治文化有物质主
义、个体主义、家庭功利主义、务实主义和政治消极等特征，着重关注个
体及家庭的物质利益，对公共事务和政治参与缺乏兴趣和热情（Ｌａｕ，

１９８２；Ｌａｕ　ａｎｄ　Ｋｕａｎ，１９８８）。香港人被描述为“企业家个体”，即为了改
善自己的收入、地位、工作机遇和生活质量，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建立
自己的优势，他们不断追寻资源和新的发展机会（Ｋｕ　ａｎｄ　Ｐｕｎ，２００４：

２），这已经发展成为高度市场化的资本主义体系下香港政府的主要治
理倾向。在这样的文化情境下，象征“经济效益”和“发展主义”的高铁
规划得到社会普遍支持，反对者只是一小部分毫不起眼、被完全边缘化
了的村民。他们的抗争源自与主流文化价值的冲突，但又需要动员受
主流文化价值影响的港人的支持。如何塑造他们的动员框架，并策略
性地处理它和运动所处的文化情境之间的关系，成为社会运动领袖和
积极分子所面临的重要挑战。

三、从“反拆迁”到“反高铁”：抗争诉求的“变”与“不变”

“反高铁”运动始于菜园村村民的反拆迁抗争。２００８年，政府为了
修建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本文统一简称“高铁”），需要征用该村的
土地。由于菜园村是杂姓“散村”，村民多向“原居民”租地居住，对土地
没有所有权，因此政府在未告知村民的情况下，仅与乡事委员会及当地
原居民代表商议之后便确定了菜园村的征地计划，直到２００８年底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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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征地时村民才知道这个事情。他们不满政府在未征询村民意见的
情况下便做出征用村庄土地的规划，随即开始了反拆迁的抗争。
抗争开始后不久，村民便明确了“不拆不迁菜园村”这一最主要诉

求，并贯穿整个运动始末。在这一诉求下，抗争者对政府及高铁的具体
要求有所变化，先主张以“保村庄”为主、“反高铁”为辅，后转变为“保村
庄”同时“反高铁”。
在运动的第一个阶段，面对一边倒支持高铁的舆论，抗争者小心翼

翼地建构抗争话语，为避免在菜园村和高铁之间制造矛盾和冲突，他们
将矛头对准了政府做高铁决策规划时的“咨询不足”和“决策不公”。比
如，从２００９年３月起，由抗争者编写的抗争通讯“广深港高速及石岗菜
园村系列”对政府公共咨询中出现的资讯垄断、虚假咨询和不公咨询等
问题做了连续揭露和抨击。２

２．参见朱凯迪分别于２００９年２月８日、３月１０日、３月２１日载于独立媒体网的三篇“广深港
高铁与石岗菜园村系列”文章：“视而不见的逼迁”、“行政主导释义”和“仲衰过假咨询”。

３．参见：叶宝琳，“反对广深港高铁规划行动呼吁”，引自独立媒体网（ｈｔｔｐ：／／ｗｗｗ．
ｉｎｍｅｄｉａｈｋ．ｎｅｔ／ｎｏｄｅ／１００３５１４），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０日。

在这一阶段，高铁的规划方案尚处于公共咨询期，政府有调整方案
的可能，所以抗争者希望政府能听取村民的意见，调整高铁的路线规
划。在几次抗议活动中，如２００９年４月１１日广深港高铁规划答问大
会，２００９年４月底和６月底在街头收集反高铁反对签名，抗争者都将
他们的主要诉求———“不迁不拆”和“重新咨询、重划走线”制成标语置
于显眼位置，在保证“不迁不拆菜园村”的前提下让高铁的建设得以落
实。２００９年４月３０日，抗争者向社会发起“反对广深港高铁规划行动
呼吁”，首次较大规模向市民征集反对意见。在这个“呼吁”中，抗争者
这样描述他们的反对理由和诉求：

（反对广深港高铁规划的）理由一：反对逼迁菜园村；理由
二，反对针对新界农地；理由三，反对消灭天然河道；理由四，
反对地下管道破坏天然水源；理由五，反对歧视新界居民；理
由六，反对漠视市民意见；理由七，反对重复建设、浪费资源
…… 我们需要正义的议员、官员和社会各界支持，组成一个
有力的公众和政府跟进小组，达到善用土地，保障民生（不迁
不拆）和建成高铁的目的。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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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这一阶段，“反高铁”的主要诉求只在于“不迁不拆菜园
村”，希望政府在公共咨询期内听取民意，调整高铁的规划路线，而不是
试图反对和阻止高铁的建设。但到２００９年６月末，政府在结束对高铁
规划的公共咨询期，敲定最终的高铁规划方案时，村民意见并未被听
取，菜园村依旧要整村拆迁，这一阶段的抗争未取得成效。不仅如此，
菜园村的抗争似乎还是“小打小闹”，了解和关注的人非常有限。２００９
年６月，香港城市大学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仅有半数受访者听说
过高铁规划，而赞成这一基建项目的受访者仍占绝大多数（约８４％）。
村民们既未得到市民的普遍支持，也未盼来政府的积极回应。
对抗争者而言，他们的抗争也确实面临着挑战。一位抗争领袖这

样回忆：
这次运动（指“５·１”游行）之后，我们觉得我们能动员起

来的人可能已经到顶峰了，不可能再动员更多的人了。（笔者
问：来参与的都是什么样的人）除了村民之外，基本都是一群
搞社运的朋友……我们后来坐到一起做了一次很深入的检
讨，我们觉得不应该再将重点只放在“菜园村”上面，而应该更
多地针对“高铁”。菜园村太小了，我们得在高铁上做多些文
章才行。（与Ｌ的访谈，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１日）
在后来的抗争中，抗争者确实将更多笔墨放在“高铁”上。他们逐

渐发展出两条诉求逻辑：一是继续强调菜园村“不迁不拆”的诉求，二是
明确提出“反高铁”，将“高铁”与市民们的共同经验和共同的怨恨情绪
联系起来，将抗争从一个小村庄的事情扩大为和大众切身相关的公共
事件。到２００９年底，立法会进入高铁拨款的审议阶段，反对者在“反高
铁·停拨款”的口号下进行了连续性的抗争。这个时候，由于涉及立法
会投票，抗争者对政府的攻击也从第一阶段的“咨询不足、决策不公”转
变为在立法会“功能组别”骑劫下的不民主。

四、动员框架：“边缘”与“主流”的切换

从诉求重点的“变”与“不变”，我们大致能看到这场反对运动所经
历的两个阶段。诉求体现抗争者希望带来的改变，是具体直观的抗争
目标。在这场运动中，抗争者的诉求非常明确，“不拆迁”、“不要拨款”
和“不要建造高铁”。但仅有明确的诉求不足以实现动员，抗争者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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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诉求背后的理由、价值和信念，以此说动“惺惺相惜”者加入抗争行
动并共同表达诉求。因此，阐明这些理由、价值和信念就成为动员者进
行框架化的主要任务。伴随着诉求的变化，抗争者在这两个阶段使用
的框架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在下面的分析中将看到，这样的变化是动
员者利用抗争情境中的重要变化所做的主动的、策略性的调整。

表１：反高铁运动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２００８年底至２００９年中） 第二阶段（２００９年下旬至２０１０年初）

政策过程环节 高铁规划方案公共咨询期 高铁拨款方案立法会审议期

主要诉求 不迁不拆菜园村

其他诉求 调整高铁路线 反高铁、停拨款
抗争重点 保菜园村 反高铁保菜园村

主要行动

２００９年４月，在街头摆摊收集反对
签名

２００９年５月１日，参加“５·１”游行
２００９年５月３１日起，组织菜园村
导赏团

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４日至２９日，在街头
摆摊收集反对签名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８日，“千人怒撑菜园村”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９日，“１１·２９反高铁
停拨款”大游行

２０１０年１月５－８日，“８０后”反高铁
青年“五区苦行”

２０１０年１月８日，“反高铁·停拨款
全民ＢＩＧ爆立法会”

主要行动者

“菜园村关注组”（村民为主要成
员）

“菜园村支援组”（由为数不多的非
村民社会运动领袖和积极分子
组成）

“菜园村关注组”
“菜园村支援组”
“反高铁·停拨款大联盟”
“‘８０后’反高铁青年”

　　上文提及，第一阶段的抗争主要围绕菜园村的拆迁问题展开，抗争
者提出“不迁不拆”菜园村的诉求，那么，他们通过什么框架动员公众帮
助其共同争取诉求？

４．如，抗争者在２００９年４月和６月分别在街头发起签名反对高铁规划·保菜园村的运动，
虽收集到不少签名，但依然未能引起大众的关注。

５．参见：Ｓｔｅｖｅ　Ｔａｎｇ，“将抗争变成事业———朱凯迪”，《壹周刊》第１１０５期，２０１１－０５－１２。

在第一阶段的抗争中，抗争者的行动力不足，他们组织了数场运
动，但规模和曝光度都相当有限。４在缺乏组织力量和网络资源的情况
下，抗争者着重于通过多种信息传播途径对潜在的参与者进行话语动
员。抗争者采取的策略是，“以民间报道推进事件，由此制造讨论的框
架”，用“行动配合资讯，才可起到漩涡效应”。５主流媒体虽是一个重要
的信息传播载体，但在运动开始之初，主流媒体并不关注和同情菜园村
的抗争。抗争者于是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渠道传播有关抗争的基本信
息，表达这场运动所反对及追求的价值：（１）民间报道平台，主要指“独

·０６·

社会·２０１４·１



立媒体网”。“独立媒体网”是一个民间报道平台，专注于本土社会运
动，其成员大多为青年社会运动领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运
动领袖和积极分子的联络平台。“独立媒体网”不仅成为社会运动领袖
传播社会运动信息的集散地，还成为社会运动领袖进行社会动员的“控
制台”（Ｉｐ，２００７：７）。菜园村的抗争刚开始不久，“独立媒体网”便全身
介入，并成为抗争者传播信息和社会动员的重要平台。（２）社交网络。
一旦有重要的行动安排，抗争者便通过脸书（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发布信息，联络
并动员潜在的参与者。“独立媒体网”和脸书不同之处在于，抗争者通
过“独立媒体网”对其行动进行比较详细地论述和价值塑造，而脸书主
要用于联络支持者与参与者，出现的信息相对简单明了。（３）自制刊
物。从２００９年２月开始，抗争者先后制作了《菜园村特刊》和《石岗菜
园村战讯》在“独立媒体网”和脸书等网站传播，抗争者也自发制作一些
刊物，在街头发放给市民，如２００９年６月底制作了约５万份印有高铁
“反对书”的《菜园村特刊》发给市民，收集市民反对书以要求政府更改
高铁走线规划。
在第二阶段的抗争中，抗争者的行动力度和规模都有所扩大，也得

到媒体关注。抗争者除了继续在“独立媒体网”做论述，他们所要表达
的诉求、理念和价值更频繁和直观地通过具体的行动被带出，相关的话
语载体包括运动过程中所呈现的动员标语、宣传单页以及动员口号等。
简言之，由于两个阶段抗争者行动力的差异，第一阶段的话语实践

更集中地出现在以“独立媒体网”为主的网络平台上，而第二阶段更多
显现于具体的运动过程中。

（一）第一阶段：边缘价值作为动员框架
作为运动领袖进行话语动员的初步尝试，运动的初始框架体现了

社会运动领袖对以往社会运动经验的主动延续，以及他们对菜园村独
特价值的全新理解。在第一阶段的抗争中，抗争者建立的“社区”与“土
地—农业”这两个紧密关联的框架就分别体现了这两种方式。

“社区”价值是运动刚开始不久抗争者便集中使用的框架，它强调
人们在一个熟悉的空间中生活多年后，逐渐建立起来的对空间的归属
感、依恋感和人与人之间的亲密联系，代表一种强烈的情感归属、生活
经验和亲密关系。对面临拆迁的村民来说，拆迁带给他们最大的困扰
在于，经过几十年建立起来的“社区”联系将会被彻底打破。为了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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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价值的重要性，社会运动领袖办起了“菜园村口述史”。从２００９
年２月开始，他们邀请村民讲述自己在菜园村成长生活的故事，写成文
章发表于“独立媒体网”，还在他们自制刊物的“广深港高铁石岗菜园村
系列”栏目刊载村民的“菜园故事”，有些甚至发表在主流报纸上。６

２００９年５月，抗争者又办起了“菜园村导赏团”，定期邀请市民游览菜
园村，由村民或社会运动领袖作为志愿者向他们介绍村民在菜园村的
各种成长故事。通过“口述史”和“导赏团”，抗争者努力呈现村民在菜
园村长久的生活经历，塑造菜园村作为亲密社区的来龙去脉及其不可
替代的独特价值。在有限的几次街头抗争中，抗争者频繁使用 “争取
到底誓保家园”、“因为不想家园被毁呀”和“保我家园”这样的标语凸显
家园和社区情怀。

６．如，黄静，“我的菜园村”，《明报》，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４日；朱凯迪，“土地可以是生活所依”，《明
报》，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４日；朱凯迪，“半农半清洁工给财爷的建议”，《明报》，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４日；
李俊妮，“温柔的尊严———菜园村长珍”，《明报》，２００９年６月７日。

对“社区”价值的强调实际是抗争者以往抗争经验的延续。菜园村
抗争运动中的非村民抗争者大多是长期活跃于本土社会运动中的青年

社会运动领袖和积极分子。在菜园村之前，他们曾发起并组织反对拆
除湾仔老街喜帖街、香港老建筑天星码头和皇后码头的运动。在这些
运动中，他们建构起一套“社区”论述，他们的行动被认为是回归后香港
人本土意识的形成和体现（Ｉｐ，２００７；Ｋｕ，２０１２；Ｓｏ，２０１１）。在以往运动
中所形成的“社区”价值被抗争者延用到菜园村的抗争中，正如一位抗
争领袖所言：

在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主打的牌是“社区”价值。“社
区”价值是在以前的运动就有的，从反对喜帖街拆迁、到０６和

０７年的保卫天星、皇后码头运动，我们逐渐建立起了“社区”这
一概念。以前大家一听说哪里要反拆迁，就会简单地认为反对
的人肯定都是为了向政府要多一些赔偿啦，但我们告诉大家，
不一定都是为了钱。你要拆除一个老街道，就是要彻底破坏围
绕这个街道而发展出来的亲密社区。人们反对拆迁实际上是
对“社区”价值，那种紧密人情关系的依恋，而不真的是为了钱。
当我们刚开始进入菜园村的时候，我们就习惯性地沿用了这个
价值。后来，我们也逐渐发现菜园村的特殊性。比如以前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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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是都市社区，但菜园村代表的是农村社区，……我们后来
逐渐发现了土地、农业、或者比较边缘的农村生活方式这些价
值。（与Ｗ的访谈，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日）
从着力“社区”价值开始，抗争者逐渐从菜园村这一特殊的农村社

区中发现了新的价值。在社会运动领袖看来，菜园村体现的是一种独
特的、在以往社会运动中从未被提及的农业及土地价值。在香港这样
一个高度现代化的都市中，农业、土地和农村生活方式早已被主流社会
和主流价值观遗忘。菜园村的抗争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让土地
和农业生活方式作为一种鲜明的价值通过抗争者的行动及话语进入公

共视野。对“土地—农业”价值的追求在抗争者的各种话语中清晰可
见。比如，在介绍菜园村口述史的源起时，抗争者这样说：

菜园村这条新界散村（即非原居民村）的方方面面，可以
帮助我们了解香港土地可持续发展的困难，也扩阔我们对生
活的想象。７

在第一篇口述史记载中，也有相似的语言：
散村社群是新界土地最辛勤的护养者，……他们为香港

示范了尊重土地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偏偏香港政府就选这块
土地来开刀，……它为新界加添一座没用的庞然大物，却拿走
了复耕农业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如此一加一减，真是我们乐
见的吗？８

７．参见：朱凯迪，“半农半清洁工的家庭史（石岗菜园村口述历史计划）”，引自独立媒体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ｍｅｄｉａｈｋ．ｎｅｔ／ｎｏｄｅ／１００３３２１），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４日。

８．同上。

９．参见：“紧急呼吁！五月七日前递交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意见书（请广传）”，引自独立媒体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ｍｅｄｉａｈｋ．ｎｅｔ／ｎｏｄｅ／１００３１５２），２００９年５月６日。

而在５月７日前递交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意见书的行动呼吁中，抗
争者还是使用“土地—农业”框架进行动员：

（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邀请公众人士于小组委员
会订于２００９年５月４日（星期四）下午４时３０分在立法会大
楼会议厅举行的特别会议上，就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项目
表达意见。……请不要错过争取的机会！让我们一同改变香
港的未来！一起保卫新界土地！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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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论述中，高铁和菜园村分别代表了香港社会的两种价值。
高铁的“快”和经济价值代表了“发展至上”及“物质为先”的主流价值，
菜园村农民生活的“慢”和相对贫穷则是非主流的农村生活价值的表
征。在菜园村，以村庄和土地为基础形成的农村社区虽然小众且边缘，
但却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完整社区。政府不应为了满足所谓的主流价值
而粗暴否定边缘价值，牺牲边缘群体权益。正如抗争者所论述的那样：
“我们守护的价值基本不过是生活方式及居所的选择权、紧密互倚的社
区网络、本土农业、大型公共基建的共同决策权。”１０

在第一阶段的抗争中，抗争者通过各种行动和论述描画了一个不
起眼的小村庄形象，通过抗争向大众输送仅为抗争者所熟悉且拥护的
边缘价值。抗争者认可这种价值，并预期它对其他个体也将具有同样
的吸引力，并足以有效动员他人共同参与抗争。可惜的是，边缘价值未
能成功撼动主流价值，在发展与物质主导的社会里，人们并不关心一个
小村庄的遭遇。另外，这个时期的动员话语过多局限于菜园村反拆迁
抗争这一具体事件本身，未能将具体事件联系到更广泛的公共议题。１１

１０．参见：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８日发表于独立媒体网的评论文章“在运动的最前方———夏天，我眼
中的菜园村民”。

１１．比如，由菜园村关注组和菜园村支援组拟的《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反对书》中所列举
的七条反对理由依次为：“反对逼迁菜园村、反对针对新界农地、反对消灭天然河道、反对地下
管道破坏天然水源、反对歧视新界居民、反对漠视市民意见、反对重复建设浪费资源”。这些
理由都过于具体，很难动员那些并不在意菜园村、新界、农业和环保的大多数香港人。

抗争者尝试发展反映运动所追求的价值与意识形态的话语。在这
个过程中，社会运动领袖本身的价值倾向影响了运动的框架化过程，但
这样的做法有些一厢情愿，社会对“社区”、“土地—农业”这样的边缘价
值难以产生共鸣。在运动和普通人的切身利益之间，需要建立一些更
加直接且鲜明的联系才可能实现动员，而第一阶段的运动话语显然未
能抓住及表现这样的关键性联系。直接使用边缘价值作为动员框架虽
体现了动员者的偏好，却无法动员处于主流价值圈的大多数人。

（二）第二阶段：情境变化与策略性框架调整
１．将主流价值带入动员框架
上文提及，“５·１”游行之后，抗争者开始意识到第一阶段抗争的局

限性，并开始讨论如何转换框架以动员更多人。他们达成了一个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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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识，即，将诉求重点从反对菜园村拆迁转向“反高铁”，但要建构怎
样的新框架一时尚未有明确方案。

正当抗争者摸索新的动员框架时，外界的一则重要信息成为他们
的突破口。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８日，香港《经济日报》的报道披露，高铁的造
价可能从原来的３９５亿港币增加至６３０亿，加上已经拨付使用的３９亿
多港币的前期勘测费用，高铁的全部成本总共约６６９亿港币，这个数字
令抗争者兴奋不已：

我们很激动，６６９亿出来得太及时了，以后的运动我们光
打这个“６６９亿”就足够的了……这是天价高铁啊，用的又是
公帑（笔者注：公共财政），香港人会很介意。（与Ｃ的访谈，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日）
在随后的论述中，“６６９亿”的“天价高铁”反复出现在各场运动中。

在高铁与普通市民之间，抗争者终于找到了两者冲突的焦点：高铁动用
的是公共财政拨款，是公共的钱袋子，成本越大意味着人们要从自己钱
包里掏出越多的钱来支撑高铁的建造。他们反复论述，试图在高铁与
普通市民的切身经济利益之间建立联系，如，“６６９亿”相当于每个市民
为高铁买单１万港币。而后，在立法会审议高铁拨款的会议期间，抗争
者分别组织了四场较具规模和影响力的抗议活动：“１１·２９反高铁·

停拨款大游行”、“１２·１８请假包围立法会”、“１·８全民ＢＩＧ爆立法
会”和“１·１４－１·１６万人决战立法会”。在每一场运动中，“６６９亿”成
为抗争中最常见和最显眼的标语，动员者还将“６６９亿”与不同人群的
具体利益相挂钩，或将“６６９亿”描述为属于“我们（普通市民）的钱”，政
府不可因高铁而肆意浪费“由一般市民一元一角积蓄下来的公帑”。１２

１２．参见：“五区苦行·八十后反高铁宣言”，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ｍｅｄｉａｈｋ．ｎｅｔ／ｎｏｄｅ／

１００５６１０。

抗争者在“１１·２９反高铁·停拨款大游行”的动员宣传单页中这
样写道：

香港有些第一，我们不想要：我们不想要楼价世界第一，
我们不想要贫富悬殊在已发展地区第一，我们也不要用６６９
亿，建全世界最贵的铁路。……如果你认为６６９亿应有更利
民的用途，如改善医疗、教育、空气污染、开展减贫计划、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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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服务。１３

在“１２·１８请假包围立法会”的动员宣传广告中也有类似的表述：

１２·１８请假包围立法会，阻止政府乱洗钱……几十个议
员，决定我的钱点洗，决定我的城市发展。

点解你要反高铁（笔者注：为何你要反高铁）？６６９亿高
铁倒钱落海！……那些钱都是公帑，把６６９亿孤注一掷（每名
市民一万元），亦变相令很多更迫切的公共问题得不到解决。
市民多年来希望政府买回东西隧、增加大学资助学额、复建居
屋、改善医疗及福利，如今政府都以一条短短的铁路相抵。１４

在动员市民在１２月初立法会工务小组审议高铁拨款之前联系工
务小组成员的标语中，标题部分非常显眼的字眼如“６６９亿＝几多？”，
接着用红色的字体标出：“６６９亿等于：继续现时电费补助措施１６年，
或维持发放ＭＹＭ１　０００生果金予６５岁以上长者至少３０年，或以５　０００
元为上限，宽免全港每户６年差饷，或以２５　０００元为上限，宽减薪俸税
及个人入息课税至少５年”。“６６９亿倒钱落海”也被抗争者制作成为
巨大横幅放置于这数场运动的显眼位置。
以“６６９亿”作为引子，抗争者进一步在高铁与普通市民之间建立

联系。在质疑高铁实际经济价值之后，抗争者又将其形容为只对特权
阶层和富裕阶层提供便利而无益于普通市民，却需要普通市民承担高
昂成本的象征。他们试图建立“强权弱势”的对立价值，将高铁符号化
为特权阶层和强权势力，而菜园村村民则被符号化为饱受特权和强权
之苦的普通市民。在“反高铁·停拨款”特刊中这样描述：

高铁本身是一项对富人更有利的基建，主要是节省商人、
高级行政人员和专业人士的出行时间，为他们赢得更广阔的
赚钱空间。政府一方面以公帑为富人争取时间，但另一方面
为减少一般市民和立法会代议士的阻力，尽量压榨我们了解、
辩论和反对高铁方案的机会和时间。１５

１３．参见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ｌｉｃｋｒ．ｃｏｍ／ｐｈｏｔｏｓ／９４６１４８３２＠Ｎ００／４１２７２６７１８５／ｓｉｚｅｓ／ｏ／ｉｎ／

ｐｈｏｔｏｓｔｒｅａｍ。

１４．参见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ａｇｉｎｇｉｒｏｎ．ｗｏｒｄ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２００９／１２／１２／１２１８ａｃｔｉｏ。

１５．引自：《反高铁·停拨款大联盟特刊》，参见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ｍｅｄｉａｈｋ．ｎｅｔ／ｎｏｄｅ／

１００５５７２。

高铁的存在，是方便有经济能力，有专业资格，口袋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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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富豪可以很方便地把生活在香港以外的大中华地区重新展
开，而住在１　１００平方公里的香港人，反而从此沦为没有能力
融入大中华共荣圈的边缘社群！１６

通过这样的说法，抗争者成功地将高铁与各种群体的实际利益联
系起来，成为普通市民与高铁之间的关键性联系。高铁的高昂造价使
它变成损害所有普通市民经济利益的象征物，而不再仅仅是菜园村的
噩梦。人们反对的目标也从反拆迁转向了反对高铁这一花费巨大但收
益不乐观的“大白象”工程。从“反拆迁”到“反高铁”，随着框架转换的
完成，抗争的对象也发生了改变。前面提及，在第一阶段的抗争中，反
对者的最终目的是反拆迁和“保家园”，他们并不完全反对高铁的建设。
框架转换后，高铁被塑造成为个体经济利益的破坏者，“反高铁”而不仅
仅“保家园”成为反对者对抗争行动的基本定位，动员者不再拘泥于“社
区”、“土地—农业”这样的边缘价值，而是根据文化情境中主流价值，将
框架转换为“经济价值”。

１６．参见：“政治不公义：难以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香港”，《反高铁·停拨款大联盟特刊》。

２．将边缘价值带回来
在实现策略性的框架转换并取得社会关注之后，抗争者又将第一

阶段的边缘价值带回抗争实践，不失时机地再次宣传这些边缘价值，而
这些价值也逐渐为其他参与者接受。在后来的运动中，对于土地—农
业价值的尊重与热爱甚至成为运动的主基调。即使在“反高铁”运动之
后，人们依旧宣传和实践这些价值。
在第二阶段的抗争过程中，对边缘价值的表达与诉求随处可见。

比如，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８日，由“菜园村关注组”和青年人共同发起的“千
人合照，怒撑菜园村”运动，数百市民聚集在菜园村抗议政府不民主规
划导致的不公义，支持村民“不迁不拆”的抗争诉求。在这次抗议活动
中，抗争者也流露出对土地的归属、对家园的感情，以及对乡村慢生活
的向往。２００９年底由“８０后反高铁青年”发起的多次“苦行”运动也十
分清晰地表达了青年人对于同主流的发展主义价值完全不同的土地、
社区和人情这些边缘价值的尊重与反思。在“反高铁宣言”中，他们这
么写道：

推土机式城市发展高速腐蚀了社区的多元，割断人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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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联系，把植根在地的人们及他们所建立的生活，轻易割
去、抛弃。……普罗市民一元一角辛苦积蓄回来的６６９亿公
帑，政府必须珍视并用得其所，更应让在香港扎根了五十年的
菜园村及其拥抱自然生活的文化继续承传下去。１７

他们通过“苦行”这种方式将这些价值传播出去，让更多市民认识、

理解甚至认同和实践它们。在规模最大的两次抗议运动的宣传资料
中，抗争者都将“社区”、“土地—农业”这些在第一阶段抗争中使用的框
架又全部带回来，再次塑造成为运动的动员框架。比如，在动员人们参
与１月８日立法会抗议活动的时候，抗争者这样表述他们抗争的理由
和目的：

２０１０年１月８日这一天，让我们用本土社区力量点燃希
望，复修这片惨遭破坏的土地！目的：展示民间经营有人、地、

情的社区经济，突出目前的可观环境，我们如何释放香港的社
区经济力量。１８

２０１０年３月，在最激烈的反高铁运动告一段落之后，一些社会运
动领袖和积极分子在成立“菜园村生活馆”。他们这样谈论开设生活馆
的理念：

１７．参见：“五区苦行八十后反高铁宣言”，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ｍｅｄｉａｈｋ．ｎｅｔ／ｎｏｄｅ／１００５６１０。

１８．参见“反高铁·停拨款１月８日万人ＢＩＧ爆立法会行动宣言”，网址：ｈｔｔｐ：／／ｒａｇｉｎｇｉｒｏｎ．
ｗｏｒｄ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２０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０８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１９．参见：“菜园村生活馆开张之喜”，网址：ｈｔｔｐ：／／ｒａｇｉｎｇｉｒｏｎ．ｗｏｒｄ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ｔａｇ／％Ｅ８％
８Ｆ％９Ｃ％Ｅ５％９Ｃ％９２％Ｅ６％９Ｄ％９１％Ｅ７％９４％９Ｆ％Ｅ６％Ｂ４％ＢＢ％Ｅ９％Ａ４％Ａ８。

一场更深邃的自主生活运动正蓄势待发！……借着菜园
村的土地、人情给我们的养分，用自己的身体劳动学习有机耕
种；我们将会举办不同的展览和工作坊，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与
不同的个人、社区组织连结起来，重新掌握具备人文关怀，与
土地连结的生活网络。‘菜园村生活馆’是我们探讨、实践新
生活价值的实验场。……期待和村民以及更多香港人一起，

重新了解、思考‘城市’及‘乡村’的联系。１９

高铁方案通过之后，“反高铁”运动暂告一段落，但仍有一些社会运
动领袖和积极分子关注菜园村，并帮助菜园村村民在搬迁、建新村等方
面与政府的抗争。这种抗争与关注一直持续至今。在这个过程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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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通过拍摄展播有关菜园村抗争的纪录片、出版书籍、建立社团和组织
讨论等方式，将菜园村的故事以及新的价值传播给大众。“反高铁”运
动中的核心社会运动领袖自此长期关注香港的土地及农村问题，活跃
在各种农村抗争中，他们甚至成立专门的社团“土地专业联盟”，“支援
各区的反迫迁及保育运动，推动本地农业和社区经济的发展及研究，培
养新一代社区运动组织者”。２０“反高铁”运动中的社会运动领袖成为
“土地正义联盟”的核心成员，并参加２０１２年立法会选举，希望在制度
框架内推广及实践土地、农业和社区价值。可见，“反高铁”运动将有关
土地和农业的讨论和抗争带入本土公共空间。在“反高铁”运动前还比
较零散、模糊和不为大众所知的边缘价值，通过运动者的论述和实践
后，逐渐成为一个有着明确论述、具体话语及行为载体的显在价值。在
社会运动的推动下，作为结构性因素的文化也在被改造。

２０．参见：“土地正义联盟”的几项主张：１）城乡共存共生，２）保育生态环境，３）捍卫居住权利，

４）打倒地产霸权，５）结束官乡商勾结，６）落实民主规划。参见：“土地正义联盟”网站（ｈｔｔｐ：／／

ｌａｎｄｊｕｓｔｉｃｅｈｋ．ｏｒｇ／）。

２１．参见：“高铁年内动工创职１．９万”，《星岛日报》，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０日。

２２．比如，在运动开始之初的２００８年底，连当地最反对派的报刊《苹果日报》都有类似“高速铁
路益香港”、“曾特首你想裁员潮涌入礼宾府吗？”等要求政府尽快进行高铁规划和建设的报道。

五、讨论与结论

在第一阶段的抗争中，反对者并未达到他们预期的动员效果，使用
“土地—农业”这些对普通香港人来说并不熟悉的边缘价值作为动员框
架，难以迅速让民众理解、接受和产生共鸣，更难说服他们参与抗争。
另外，在这个阶段，作为反运动框架（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ｆｒａｍｅｓ）的官方
话语显得异常强大。政府的反运动框架集中在高铁的“经济价值”，它
对高铁所给出的主要理据包括：高铁将连接内地高铁网络，建设“珠三
角一小时生活圈”，促进粤港融合，防止香港在全国经济发展脉络中被
边缘化；高铁在建设期间将为香港提供１．９万个职位；高铁每日客流量
将有９．９万人，每年可为市民节省４　０００万小时的交通时间，营运５０
年的经济效益可达８３０亿港币。２１总之，高铁将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有助于香港的长远发展。社会对政府的论述深信不疑，也普遍支持建
设高铁。２２即使在第一阶段抗争进行了半年后，依然有约８４％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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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建高铁，２３而这一比例到２０１０年２月已下降到约４０％。２４

２００９年中高铁造价升至“６６９亿”，这一变动被抗争者抓住并大量
使用进动员话语。抗争者策略性地调整动员框架，使用“６６９亿”“打头
阵”，通过各种论述把抗争从菜园村一村的事件塑造为与所有普通市民
切身物质利益息息相关的事件。这样的关联抓住了香港文化中物质主
义这一主流因素，为人们参与抗争提供了动机。关心物质价值的大众
会为了维护自身的物质利益关注并和菜园村抗争者共同反对高铁，民
众因此被动员起来。
在第二阶段的抗争中，政府方面的“反运动框架”没有变动，而抗争

者则通过各种论述对抗和打击政府的框架。他们对政府有关高铁经济
价值的理据逐一反驳：引用经济学者的评估，指出“６６９亿天文数字造
价令高铁难有回本之日，而且因为经营成本昂贵，若客流量不及预期，
港铁或政府将要长期补贴”。２５对比现有列车和高铁的票价，高铁票价
昂贵，普通市民难以承担，高铁“只是有钱人的玩意”。２６通过这些反“反
框架”的话语活动，抗争者成功扭转人们对高铁的最初印象，使各界开
始重新考量高铁的真正价值，发现政府的漏洞，打破原来对高铁经济价
值的简单迷信。

２３．参见：城大高铁项目２００９年５月民意调查项目，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ｍｅｄｉａｈｋ．ｎｅｔ／ｎｏｄｅ／

１００３５５２。

２４．参见：港大高铁项目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４日民意调查结果，网址：ｈｔｔｐ：／／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ｋ．ｗｏｒｄｐｒｅｓｓ．
ｃｏｍ／ｔａｇ／％Ｅ９％Ａ６％９９％Ｅ６％Ｂ８％ＡＦ％Ｅ５％Ａ４％Ａ７％Ｅ５％ＡＤ％Ｂ８％Ｅ６％Ｂ０％９１％Ｅ６％
８４％８Ｆ％Ｅ７％Ａ０％９４％Ｅ７％Ａ９％Ｂ６％Ｅ８％Ａ８％８８％Ｅ５％８Ａ％８３。

２５．抗争者在“１２·１８请假包围立法会”的动员宣传单页中使用了这样的表述。

２６．相关的表述如：独立媒体的报道“你知道广深港高铁吗？”（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３日）、“富人的交
通，穷人的战场”（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６日）。

从“反高铁”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在动员过程中，社会运动领袖或社
会运动组织并不是唯一的框架制造者，其他主体，如政府，也会对事件
和问题做与抗争者相互对立或具有竞争性的界定（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Ｓｍｉｔｈ
ａｎｄ　Ｚａｌｄ，１９９６），社会运动领袖塑造的集体行动框架试图动员民众参
与抗争，而其他的反运动框架则试图去动员化（ｄｅ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集体
行动框架必须比其他反运动框架更贴近人们的生活经验和日常关怀，
更符合人们对现实的普遍理解，才可能赢得民众共鸣（Ｓｎｏｗ　ａｎｄ
Ｂｅｎｆｏｒｄ，１９８８；Ｂｅｎｆｏｒｄ，１９９３）。在“反高铁”运动中，政府的反运动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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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强调高铁的经济价值，和港人对物质和经济价值的期待相匹配。抗
争者最初所使用的“社区”与“土地—农业”框架与政府的反运动框架相
比，更远离人们的普遍价值偏好。因此，在抗争的第一个阶段，政府反
运动框架的“去动员化”效果明显。当第二阶段抗争者开始使用人们熟
悉的话语熟悉的价值来攻击政府的反运动框架，并用详细的资料和理
由推翻政府所给的反运动框架时，政府却未对原有框架做更多的补充
和调整。这一动一静的对比使集体行动框架完全战胜反运动框架。在
这个过程中，媒体、专家这些在运动之初抗争者相对缺乏的资源
（Ｍａｎｈｅｉｍ，１９９３）从政府方面逐渐流向抗争者，改变了两者在公共话语
中的权力关系，进一步推动了成功的框架动员。

“反高铁”运动的框架转变过程清晰地呈现文化情境对塑造集体行
动框架的作用。文化是一个社会中普遍而深刻的“价值和规范”
（Ａｌｍｏｎｄ　ａｎｄ　Ｖｅｒｂａ，１９６５；Ｄｅｖｉｎｅ，１９７２），社会运动必须在大众所能接
受的“价值和规范”范围内活动才可能带来变化，社会运动的动员框架
在与这些普遍接受的文化价值相一致的时候也更可能引起大众的共

鸣，并成功动员。因此，从文化主义路径研究社会运动，不仅仅是关于
社会运动的内部文化过程，即社会运动领袖如何建构意义、塑造框架、
动员个体，还涉及更广维度的讨论，如，询问社会运动领袖塑造框架的
文化依据，理解作为少众的抗争者如何利用文化情境中的主流价值策
略性地塑造动员框架，并传播与推展非主流的甚至是边缘的价值。
除了文化情境对动员框架的影响，“反高铁”运动还为我们展现了

动员框架对文化情境的重塑。在第二阶段的抗争中，在抗争者借助主
流价值将动员局面打开之后，他们又把第一阶段中所专注的边缘价值
带回动员话语。随着运动的扩展，社会运动领袖将这些对香港人来说
并不熟悉的边缘价值推展出去，并被持续的抗争运动带入媒体和公共
舆论，传播给更多的民众（Ｒｏｃｈｏｎ，１９９８），为原有的文化情境添加新的
文化因素，从而微妙地重塑文化情境。“反高铁”运动过后，与“土地”、
“农业”和“社区”相关的讨论在当地的政治话语体系中不断持续，为维
护和追求这些价值的抗争也同时在持续，并发展成为组织化的政治团
体，成为当地政治生态中的一个新的力量。通过这些新的发展，原本很
少被人认同的边缘价值在文化情境中被制度化，缓慢但真实地改变着
文化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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